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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是我国生态治理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是否能够推动县域的绿色经济增长还有待进一步

的探究.基于 2005 年至 2020 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机器学习方法分析了政策对县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重点生态功

能区政策显著促进了县域绿色经济的增长,幅度为 2.77%.机制分析表明,政策使得县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增加 6.59%、转移支付获得增加 11.71%、

绿色技术创新幅度增加 1.63%、中度污染企业数量减少 11.72%,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总体效应在西部地区较强.机器学习结果表

明,福利基础较强、财政负担较大和功能区面积较大的地区政策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较弱.以上发现有利于深入理解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地区

绿色经济发展内在机理和不足之处,为因地制宜完善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进一步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增长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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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zhi*, HUANG Dan-ni (Schoo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26,46(1)：539~554 

Abstract：The National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Polic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cological governance system, but 

whether it promoted county-level green economic growth remained unclear.Using county panel data for 2005~2020, the policy’s 

impact on green economic growth was analyzed with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esign and machine-learning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significantly increased county green economic growth by 2.77%. Mechanism analyses indicated that the policy 

raised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by 6.59%, increased transfer payments by 11.71%, enhanced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y 1.63%, and reduced the number of moderately polluting firms by 11.72%. The economic structure was further modernize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overall policy effect was stronger in western regions. Machine learn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was weaker where the welfare base was stronger, the fiscal burden was heavier, and the functional zone covered a 

larger area. These findings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policy promotes gr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shortcomings. The 

results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polic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further promoting regional green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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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被认为是中国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2011 年第一批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试点方案公布,试点县域实行严格的产业准

入负面清单,并重点推动县域已有产业进行生态化、

绿色化和现代化改革,通过减少污染排放的方式增

强具有关键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脆弱

的地区的生态修复功能和生态环境承载力,减少地

区经济发展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同年七月,财政部印

发《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通过专项

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区域进行生态保护补偿.自然生

态环境是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且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涵盖了全国多个县域,具有

广泛的地理和经济差异性.因此探究该政策在县域

层面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政策推动绿色经

济发展具体路径以及政策对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

尚未得出一致认可的结论
[1-2]

.因此,探究重点生态功

能区政策对县域绿色经济发展和产业绿色转型的

实际影响,特别是如何在政策的扶持下实现生态和

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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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生态环境压力加剧和经济增长陷入困

境的背景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引发了

学界浓厚的探索兴趣,构建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新发展模式已成为学界关注的前沿话

题 

[3-6]
.已有研究多集中于生态保护政策对经济及环

境的影响、政策外部性以及环境规制对地方产业结

构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等方面
[7-9]

.生态保护政策除了

直接推动政策地区生态修复和治理,还能够通过提

供生态补偿、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和提升生态系统承

载力等方式推动区域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其成效

取决于地方政府的治理模式与财政支出意愿
[10]

.在

改革过程中,双线补偿机制和监管政策起到了有效

的强化激励作用
[11]

.虽然面对绿色经济发展的迫切

要求,保护环境、放缓经济高发展速度已经成为主流

诉求,但绿色支出对环境污染的抑制存在滞后现象,

因此国际上对于绿色经济发展也有另外的声音:即

要求立即采取严格的环境治理行动对发展中国家

是不合理的,帮助发展中国家人民获得安全饮用水

和卫生设施比治理城市空气污染要重要得多
[12-13]

.

因此,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同时也应该考虑现实问题,

理应将保护绿色和民生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可持

续发展
[14]

. 

与国家重点生态生态区直接相关的研究多集

中功能区政策的经济效应、环境效应和区域异质性

影响.环境效应方面,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带来

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生态保护的财政起到了关

键性的支持作用,有力的减少了生态脆弱地区的经

济压力,推动了县域的生态系统服务水平提升,尤其

是在水土保持型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型功能区
[15-16]

.

政策通过约束高污染准入与优化资源配置,引导产

业结构调整、提高绿色产业比重并淘汰落后产能,

构成县域绿色转型的关键机制
[17]

.然而,重点生态功

能区政策对区域经济系统的具体影响,学界仍存在

一定的分歧.一方面,在中央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和

技术、人才和资源等政策倾斜下,地方政府通过一系

列的相关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试点县域经济发展

和民生福祉的改善
[18]

.另一方面,生态功能区严格的

产业准入限制和环境监管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以传统产业如畜牧

业为主的县域经济体可能产生负面冲击
[19]

.但从长

远的角度看来,政策通过放松地区经济发展考核压

力、提高环境监管的方式,将倒逼地方探索新模式,

通过改善生产效率和转变发展方式来减轻产业发

展压力,实现环境质量与产业转型的相容发展
[20]

.最

后,发达地区适应性更强,试点多与欠发达县域重

合、转型压力更大,这种差异性使得重点生态功能区

政策在不同县域的效果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进一

步加大了政策的评估难度
[21]

. 

尽管现有文献已经对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

策的环境效应与社会效应做出了一定的探索,但对

政策的县域绿色经济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果

及其区域异质性的系统性研究依然不够充分.现有

研究多聚焦单一经济或生态效应,较少关注县域整

体提升与长期生态—经济平衡.基于此,本研究试图

解答以下几个话题: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是否

推动了县域绿色经济的增长;政策对县域绿色经济

的影响路径是什么;政策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

异质性.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该项研究基于大

规模全国县级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验证了国

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贡献,并

对其区域异质性进行了探究.其次,对产业结构调

整、污染企业数量、绿色专利数量、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以及转移支付金额等多个关键影响路径进行

了探究,从多角度揭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

县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最后,基于研究结论

提出了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可行路径,并从经济

收益、生态价值与产业优化三方面给出区域适配性

建议. 

1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1  政策背景 

为改善国土资源的空间分布,促进生态文明体

制的构建,2010 年底国务院发布了首个全国性国土

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首期试点

成效基础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于 2017 年新增

240个县作为试点区域.功能区以生态产品供给为主,

兼顾传统产品供给,核心任务是提升生态供给能力

并严格约束高强度工业化与城镇化.国家重点生态

功能区所采用的主要政策在于严格的产业准入、生

态考核、转移支付以及各类恢复植被保护生物多样

性等环境工程和措施:第一,实施开发限制措施,通过

制定并执行更为严格的环境标准来控制产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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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第二,控制建设占地与交通设施扩张,预留野生

动物迁徙通道,实施集中、点状开发.第三,因地制宜

培育生态旅游、农林牧渔加工与休闲农业等生态产

业.第四,实施生态移民政策,有序地将部分居民从生

态脆弱地区迁移到附近城镇的安置点以及区域内

的县城和主要城镇.第五,提升地方基础设施水平,在

自然条件允许的区域,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如生物质

能、风能、太阳能和地热能的广泛应用.第六,重点

生态功能区专项转移支付.自 2011年起,为了激励地

方政府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力度,中央财政

在均衡性转移支付中特别设立了针对国家重点生

态功能区的资金支持机制. 

1.2  理论分析 

经典的环境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

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形成了环境库茨涅兹

曲线、资源诅咒和富饶的贫穷等核心理论.但理论演

进表明社会经济与自然系统是交互耦合,环境与发

展并非必然权衡.环境库茨涅兹曲线(EKC)认为经济

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倒 U 型特征,工业化初期

总伴随一定程度的高污染,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路

径对于以往的工业化进程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在技

术与规制匮乏的低收入、资源依赖地区易陷入高污

染锁定,且达到收入阈值方可转向的适用性受限
[22]

,

因此有学者认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转换

并不必然要达到某一收入临界值
[23]

.在此背景下,功

能区政策通过严格准入、绿色技术推广与专项生态

补偿等方式,鼓励直接采用先进清洁技术,加速经济

结构由传统高耗能模式向绿色低碳模式转型升级.

这一调整路径与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创新和激励重

构相符,通过调整考核和激励制度,使地方政府和企

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选择更加环保路

径.资源诅咒理论则指出资源富集容易产生产业单

一、创新不足与脆弱性等弊端
[24]

.因此,适当的环境

规制有利于破除资源依赖型城市面临的发展瓶

颈  

[25]
.功能区政策对资源丰富的县域实施产业准入

限制和资源保护措施,通过发展生态友好型产业、严

格控制资源开发和转移支付提供经济支持,减轻区

域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推动高质量发展,以

避免陷入“富饶的贫穷”陷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

出假说 1: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能够促进县域绿

色 GDP增长. 

1.2.1  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与转移支付  生态系统

具有为社会经济生产和文化生产提供多种物质产

品和非物质产品的重要功能,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26-27]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通过设立保护

目标与政策激励,推动县域生态系统修复和保护,提

高了区域的森林覆盖率和水土保持能力,增强了生

态系统的承载能力
[28]

.由此带动了县域的生态农业、

生态旅游业等低污染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在减轻环

境压力的同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同时,中央财

政还实行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因限制

开发带来的财政损失,支持地方的基础设施建设、生

态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并改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

务,推动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基础的形成
[29]

.此外,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财政支撑措施在生态环境质量

较差、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地区,能够有效的调

动地方政府保护生态的积极性.但曹鸿杰、卢洪友
[30]

的研究表明,专项转移支付可能受绩效考核与制度

设计约束,未能充分支撑生态补偿与资源价值提升.

因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县域转移支付的具体

影响需要进一步探究.结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2:增加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高转移支付获得是影

响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绿色 GDP的重要渠道. 

1.2.2  产业准入清单与经济结构调整  重点生态功

能区多位于经济发展较为滞后的区域,功能区政策允

许放松对政策试点县的单纯经济发展考核,并通过产

业准入清单对区域产业结构进行严格管控,推动地区

产业结构绿色转型.在“环境政策—企业—产业—经

济影响”的逻辑关系链中,环境政策与产业的升级、转

型、转移、淘汰等密切相关
[31]

.负面清单通过对高污

染、高能耗企业的入场限制,从源头上减少了功能区

内的污染企业数量,并推动了现存企业更多的考虑使

用绿色技术,新技术的使用还使得企业在生产效率方

面得到优化,促进了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绿色经济发

展,推动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形成  

[32-33]
.这与经典的

波特假说相符合,虽然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严格的产

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试点县

域的产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环境规制可以激发企

业的技术创新活力,从而带来“创新补偿效应”
[11]

.绿

色技术的普及和准入门槛将使得生态农业、绿色制

造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以低污染、可持

续为特征的区域产业结构
[18]

.而政策压力下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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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升级将显著提高地区产业的发展质量,随着对过

时产能的淘汰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区域产业发展

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将大幅度减轻
[34]

.因此,本

文提出假说 3: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通过减少污

染企业数量、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调整区域产业结

构促进县域绿色经济增长. 

1.2.3  区域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异质性  由于中

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差

异显著,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效果呈现

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首先,东部产业与人才基础较

强、绿色创新能力突出,更易在规制推动下实现绿色

升级,而中西部资源依赖度高、转型阻力大,短期承

压更强
[21]

.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发达地区会更加倾

向于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并将逐渐失去比较

优势的产业向落后地区转移,这使得东西部都能够

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实施中获得更大的

经济利益,因此虽然政策会展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

征,但不同区域的县域均能实现绿色经济的增长.其

次,区域的资源禀赋将会影响政策的实施路径,生态

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更容易借助自然资源优势发

展生态产业,而缺乏生态资源的区域则难以实现同

样的绿色经济效益
[35]

.最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区

域差异也使得政策效果不一,创新能力较强的地区

能够在环保政策的压力下实现产业技术升级,而创

新能力弱的地区则面临更多挑战.已有研究表明,功

能区政策在收入效益、环境效益、产业结构转型等

多方面的影响均存在东西部的异质性
[19-20]

.基于以

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4: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对绿色经济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理

论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Fig.1  Theoretical analysis framework diagram 

2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定 

2.1  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基准回归使用经济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5~ 

2020 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NDVI 数据

来源于Wang
[36]
发布的1982~2020年中国生长季月平

均NDVI数据集,空间分辨率为0.05°×0.05°;大气污染

物数据来源于 EDGAR 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

(https://edgar.jrc.ec.europa.eu);水质数据来源于 Luan

等 

[37]
发布的 2000~2023 年我国湖泊水库高分辨率水

质数据集;主要涉及的试点县名单来自于生态环境部

发布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第一批县域名录及发展

改革委员会发布的第二批新增名录,筛出异常值和缺

失值后共 477个覆盖县.在数据年份选取上,以政策介

入前 5年为起始年,为进行充分的政策实施前后对比,

将数据延伸至政策实施后 10 年,共 29321 个样

本,1834 个县域.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为反映县域经济

的绿色增长,本文用县级绿色 GDP 作为因变量,自变

量为是否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县. 

表 1  绿色 GDP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Green GDP index evaluation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性质 权重 

传统国民经济 县域 GDP 正向指标 0.7579 

生态产出 NDVI 正向指标 0.0566 

SO2排放量 负向指标 0.0017 

NOx排放量 负向指标 0.0032 

PM2.5排放量 负向指标 0.0036 

TN浓度 负向指标 0.0895 

TP浓度 负向指标 0.0427 

自然资源损益

COD浓度 负向指标 0.0429 

环境治理投入 环境治理成本 负向指标 0.0019 

注:TN、TP、COD分别为总氮(TN)、总磷(TP)、高锰酸盐指数(COD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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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董涵等
[38]
、沈菊琴等

[39]
、贾湖等

[40]

的研究,考虑到县域数据获取的限制以及重点生态

功能区政策主要是限制工业企业进入、推动污染企

业绿色转型以及植被恢复等,构建出如表 1 所示的

绿色 GDP 指标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计算各县域综合

得分. 

此外,参考尹向飞
[41]
的研究,利用DEA模型计算

各县域的绿色经济增长率,并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

绿色 GDP用于验证指标的稳健性.具体而言,本研究

DEA模型的投入指标为县域资本存量、人口密度和

环境治理成本,期望产出指标为县域 GDP 和 NDVI,

非期望产出为 SO2排放量、NOx排放量、PM2.5排放

量、TN浓度、TP浓度以及 COD浓度.参考已有学

者对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经济的研

究文献
[42-43]

,本文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地区基本情

况、绿色生态水平和自然条件三个部分.经对缺失值

和缩尾处理后,共 29321 个样本,变量定义与描述性

统计量见表 2. 

表 2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单位 样本数量 均值 标准差 

县域绿色 GDP 绿色 GDP - 29321 0.2604 0.0674 

重点生态功能区 是否被确定为政策县,是=1,否=0 - 29321 0.1242 0.3298 

人口基础 县域年末户籍人口数量 万人 29321 50.44033 35.5472 

医疗基础 人均医疗卫生床位数 床/万人 29321 34.7582 23.1774 

福利基础 人均社会福利收养性单位数量 个/万人 29321 0.3928 0.4913 

财政能力 地方政府预算内支出占 GDP比重 % 29321 0.2665 0.3281 

覆盖面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覆盖面积 km2 29321 3124.57 6507.705 

林地面积 县域林地面积 km2 29321 921.177 1639.869 

降雨量 县域年平均降水量 mL 29321 0.0033 0.0015 

气温 县域年平均气温 ℃ 29321 13.8259 5.8135 

 

2.2  模型设定 

本研究聚焦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

域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因变量是绿色GDP,自

变量为县域是否纳入重点生态功能区管理作为政

策干预,为哑变量.由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作为地

区型政策,并未实现全国铺开,且存在政策冲击前样

本与从未受到政策冲击的样本,符合双重差分法处

理组与对照组的要求,且该政策也可视为准自然实

验.此外,由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县域分为

2011 年和 2017 年两个批次,因此本研究将采用多

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基准回归模型设定

如下: 

 
p0 1 countyrovinceln did

it it it

t it

y Xβ β δ δ

γ μ

β= + + + + +

+

 (1) 

式中:i和 t分别代表县域和年份;lnyit是 i县在 t年的

绿色GDP取对数;didit为处理组虚拟变量,当 i县在 t

年被选为覆盖县时,didit=1,否则 didit=0;Xit为控制变

量向量组;γt是时间固定效应;δprovince和δcounty分别为

省份固定效应与县域固定效应,控制区位、气候、资

源禀赋等影响经济绩效的县域固有特征与省份固

定特征;μit 是随机扰动项.这里我们选择同时控制省

份固定效应和县域固定效应的原因是我国的省份

拥有充足财政分配权利以及政策协调权利,不同省

份在经济、产业结构、自然资源禀赋和发展目标上

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各省份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的具体实施效应产生变化. 

为进一步解决样本的内生性问题,保证回归系

数的无偏性以识别更准确的因果关系,本研究运用

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作为稳健

性检验方法之一.双重差分法有效性须具备两个前

提条件,即随机事件和随机分组,从实施区域选择来

看在规划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时候,政府主要着

眼于地理区位和地区的生态资源,试点县和非试点

县的城市发展特征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这一政策冲击并不满足随机分组的

假设.本文在 DID前基于 PSM为实验组匹配具有相

似特征的控制组,运用 Logit回归测算实验组与控制

组变量倾向得分,并根据倾向得分,采用 3 阶近邻匹

配法进行样本匹配.基于 Logit回归估计县域被纳入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概率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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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bit(treat =1) = +
it it

θ Xπ μ+  (2) 

式中:treat 代表是否受属于政策试点县,Xit为控制变

量向量组,μit为随机扰动项,π 和θ分别代表估计系数

和截距项. 

3  实证结果 

3.1  基准回归 

本部分使用多时点DID模型进行基准回归,表3

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我们首先进行了不包含控

制变量的回归,其结果如表 3 列(1)所示,在仅包含核

心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情况下,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的实施使得试点县的绿色 GDP 上升了 0.0050,结合

2010年试点县平均绿色 GDP指数 0.2059,提升幅度

约为 2.43%,初步验证了前文的研究假说.为了进一

步提高回归的置信度,在随后的回归中采取逐步加

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表 3 第(2)列和第(3)列分别为仅

加入地区基本情况(人口基础、医疗基础、福利基础、

财政能力)、同时加入城市基本情况和绿色生态水平

(覆盖面积、林地面积)的回归结果,第(4)列为加入全

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第(5)为额外加入省份控制

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的

过程中,核心自变量的系数变大且显著性保持在 1%

的水平,模型的R2也逐渐变大,这表明模型对政策效

应具有良好的解释性.以第(4)列的回归结果为基准,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使得试点县的绿色

GDP 上升了 0.0057,综合提升幅度为 2.77%.以上结

果总体说明了功能区政策对试点县绿色经济发展

水平的积极影响,这一结论打破了以往有关于环境

保护政策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当地经济发展的固

有印象,也为“两山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表 3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绿色 GDP的影响 

Table 3  Impact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 policies on county green GDP 

绿色 GDP 
变量 

(1) (2) (3) (4) (5) 

0.0050
***
 0.0060

***
 0.0060

***
 0.0057

***
 0.0055

***
 

DID 
(0.0011) (0.0010) (0.0010) (0.0010) (0.0010)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0.2598
***
 0.1839

***
 0.1770

***
 0.2319

***
 0.2554

***
 

截距项 
(0.0001) (0.0208) (0.0556) (0.0571) (0.0356) 

R
2
 0.8845 0.8866 0.8868 0.8873 0.8899 

观测值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3.2  平行趋势检验与政策动态效应 

参考已有的文献,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通过

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44]

.首先,将重点生态

功能区政策覆盖时点的前一期作为基期,然后生成各

政策年份相对于政策当期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并通

过其替换基准模型的政策变量,具体模型如下: 

2 9

60 7 60it i i i i it i

t

i i
y D D Xα α α β ε

ϕ λ μ

+ +

−

=− =

= + + + + +

+ +

∑ ∑
 (3) 

式中:Di 是相对于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年份

的虚拟变量,包括政策覆盖前五期、政策覆盖当期

及政策覆盖后九期,
it i t

X ε ϕ λ μ、 、 、 、 分别为控制

变量向量组、个体、时间和省份固定效应和随机

扰动项.从图 2中可以看出政策覆盖前的政策效应

基本与基期相同 ,这表明功能区试点县绿色经济

的增长是由政策效应引起的而非事前差异 ,DID

模型适用的前提条件满足.政策动态效应方面,从

1 期也就是政策正式推行一年后的时点开始,至第

7 期政策的动态效应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波动,但

是整体上处于逐年增加的趋势 .这表明重点生态

功能区政策推动县域绿色经济增长的效果在短时

间内可能不够明显 ,但是随着该县被确定为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年限增长 ,政策对当地的绿色经济

发展的推动作用会逐渐显现并不断增强 .这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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煜昊等人
[45]
对跨境电商试验区赋能企业供应链

韧性的研究结论类似,卢盛峰等人
[46]
在对政府迁

移政策影响土地溢价的研究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

政策动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重点生态功能

区政策实施年限的增加 ,其政策效应在政策推行

九年后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减弱 .以上结果表明有

必要进一步强化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以持

续促进县域绿色经济增长. 

 

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Fig.2  Paralleltrend test 

黑色实线和黑色圆点代表各期估计系数的变化情况,灰色虚线代表置信区间 

3.3  稳健性检验 

3.3.1  替换样本 PSM-DID  本部分将通过倾向得

分匹配(PSM)的方法进行样本筛选.鉴于截面 PSM

和逐年 PSM 在不同的方面各有优劣,因此本研究分

别采用了截面 PSM和逐年 PSM的方法进行样本筛

选与匹配,其结果如表 4所示.附件
[61]
中的图 1和图 2

分别展示了截面 PSM以及逐年 PSM匹配前以及匹

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倾向得分值的核密度分布,可

以看出通过 PSM 的方法进行样本筛选后,实验组与

对照组的差距明显缩小,这表明 PSM 的匹配策略是

有效的.表 4第(1)列展示了通过截面 PSM方法进行

样本筛选的回归结果,第(2)列则展示了通过逐年

PSM 方法进行样本筛选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无论

是通过截面 PSM还是逐年 PSM筛选样本得出的回

归结果均显著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促进了试点县

的绿色 GDP增长,这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3.3.2  更换因变量和样本子区间  为了避免由变

量测量误差所引起的偏误,本研究将通过更换因变

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因此本部分将使用绿色

GDP 增长率替换因变量.表 4 第(3)列反映了替换因

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同,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此外 ,考虑到

2020 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因素受到较大的外部冲击,

因此本研究考虑剔除 2020 年的样本,其结果如表 4

第(4)列所示,可以看出即使在剔除 2020年的数据之

后,自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性及其方向仍然与基准

回归一致.以上两个结论进一步的验证了基准回归

的稳健性. 

3.3.3  安慰剂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的结

果并非随机形成,同时排除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

县内同期其他非政策因素以及相似政策对县域绿色

GDP 的影响,从而证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效

应的真实性.参考已有研究,通过构造虚拟政策时间

和随机筛选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内县城并随机产

生政策实施时间并将上述过程重复 1000次从时间和

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安慰剂检验
[47-49]

.造虚拟政策时间

采取将政策时点提前 4年的方式,其结果如表 4第(4)

列所示,政策时间提前后 DID 回归系数不再显著.随

机抽取样本安慰剂检验的结果如图 3所示,可以看出

仅有极少部分的随机抽取样本的回归结果是显著的,

且基准回归系数 0.0057 远大于 0.001,这表明基准回

归的估计结果不是由随机因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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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排除其他政策干扰  最后,为了排除同期其

他相似政策干扰,以得出纯粹的因果效应,本文选择

将政策窗口期为 2014年和 2015年的生态文明先行

示范区政策以及政策窗口期为 2017 年、2018 年、

2019 年和 2020 年的生态文明示范市县政策作为干

扰政策纳入回归模型,具体试点县域名单详见国家

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第一批和第二批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建设名单以及生态环境部公布的第 1~4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名单.回归结果如表 4

第(6)、第(7)、第(8)列所示,DID2和 DID3分别为生

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县政

策的虚拟变量,在排除了其他政策影响之后,国家重

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绿色 GDP 的影响仍然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robustness test 

截面 PSM-DID 逐年 DPM-DID 替换因变量 样本子区间 构造虚拟政策时间 排除其他政策 排除其他政策 排除其他政策
变量 

(1) (2) (3) (4) (5) (6) (7) (8) 

0.0039
***
 0.0021

**
 0.0350

***
 0.0061

***
 0.0017 0.0053

***
 0.0058

***
 0.0054

***
 

DID 
(0.0009) (0.0009) (0.0126) (0.0011) (0.0013) (0.0010) (0.0010) (0.001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0055
***
  0.0055

***
 

DID2 
     (0.0011)  (0.0011) 

      -0.0033* -0.0031 
DID3 

      (0.0010) (0.0020) 

0.1923
***
 0.2481

***
 0.8905

***
 0.2388

***
 0.2373

***
 0.2312

***
 0.2317 0.2311

***
 

截距项 
(0.0478) (0.0368) (0.4250) (0.0566) (0.0572) (0.0571) (0.0571) (0.0572) 

R
2
 0.8997 0.9054 0.2779 0.8912 0.8870 0.8877 0.8874 0.8878 

观测值 27314 26566 22913 27488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图 3  安慰剂检验 

Fig.3  Placebo test 

4  内在机制探讨 

前文对重点生态功能区推动县域绿色 GDP 增

长的总体效应进行了考察,但是以上结论并未能对

其内在机理进行更深入的剖析.那么重点生态功能

区政策是如何影响县域的绿色 GDP 发展的？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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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这个问题,本节将对其内在机制进行探讨.根据

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研究将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影响

机制分为两个部分. 

4.1  经济效应 

表 5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县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转移支

付的影响 

Table 5  Impact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zones on the value 

of county ecosystem services and transfer payments 

生态服务功能价值 转移支付 
变量 

(1) (2) 

0.0659
***
 0.1171

***
 

DID 
(0.0248) (0.0151) 

控制变量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14.4075
***
 7.6724 

截距项 
(1.5606) (0.6149) 

R
2
 0.9087 0.8738 

观测值 5308 29034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首先是政策直接经济效应.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进行转换,对试点县的经济

发展提供支撑.此外,为了保障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高

质量建设与发展,同时平衡由生态建设工程典型的

正外部性特征导致的县域成本与社会成本错配,中

央政府将对试点县进行转移支付补偿.因此,本部分

将探究功能区政策是否增加了试点县生态服务功

能价值以及转移支付额.本部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价值数据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平

台的遥感栅格数据(数据来源:https://www.resdc.cn/ 

DOI/DOI.aspx?DOIID=48),通过处理与各县域进行

匹配,限于原始数据年份仅包含 2000年、2005年、

2010年、2015年和 2020年五个年度的数据,因此经

过数据匹配后获得 2005年、2010年、2015年和 2020

年可用数据,分为政策前两期与政策后两期.转移支

付数据由于目前公开的数据年份少、层级有限且不

连续,因此参考马光荣等
[50]
的做法,使用县域一般财

政预算支出减去县域一般财政预算收入作为代理

变量.县域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和收入数据来自于《中

国县域统计年鉴》,数据跨度为 2005~2020 年.表 5

第(1)列的结果表明,功能区政策使得试点县的生态

服务功能价值提高了 6.59%,这表明该政策不仅仅

是推动了试点县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更是提高了

当地生态环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承载能力.表 5

第(2)列的结果表明,与非覆盖县相比,覆盖县所获得

的转移支付提高了 11.71%.转移支付作为最重要的

生态补偿手段之一,是平衡区域环境保护成本和社

会环境保护成本的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通过提高

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试点县的转移支付补偿,有效的

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与转型,也为当地的社会建

设注入了新的动力. 

4.2  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其次是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政策结构调整效应.本

部分将从污染企业数量、绿色技术创新和三次产业结

构三个方面展开探究.污染企业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

计局建立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来源:http:// 

microdata.sozdata.com/),该数据库共包含 1998~ 2015

年全国工业企业数据 ,因此本研究选取该数据库

2005~2015年十年企业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分为

政策前五年和政策后五年.同时,参考余东华等 

[51]
的

研究,按照工业企业的门类大类码,将企业分为轻

度、中度和重度污染企业三类,由于篇幅限制,详细

污染企业分类见附件
[61]

.表 6第(1)、(3)、(5)列分别

展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轻度污染企业

数量、中度污染企业数量和重度污染企业数量的影

响,从展示结果可以看出该政策使得试点县的中度

污染企业数量显著减少了 11.72%,这表明产业准入

清单和区域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策略得到了严格的

执行.但是该政策对重度污染企业的数量并没有显

著的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重度污染企业数量主要

包括资源开采类企业,该类企业作为一些县域的重

要经济产出企业,短时间内难以替代.这与岳子航等
[52]
的研究类似,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短时间内资源型

城市难以摆脱对污染企业的依赖.表 6第(2)、(4)、(6)

行分别展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县域各类污

染企业占比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的实施使得轻度

污染企业的占比上升了 47.59%,中度污染企业的占

比下降了 30.70%,而对重度污染企业占比并没有显

著的影响.这一结果也与前文的结果相呼应,通过实

施产业准入清单后,一部分中度污染企业退出、一部

分中度污染企业转型,而轻度污染企业几乎没有受

到影响.以上结果表明总体上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使得试点县的工业企业向轻污染方向进行了转 型. 

表 7第(1)列展示了功能区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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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部分通过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获取了市级绿色专利获得数据(数据来

源:https://www.cnrds.com).由于该数据是以市为基本

单位,需要对基础数据进行处理,考虑到重点生态功

能区政策试点以县级为基本单位,且在第二期新增了

试点县,因此在这里我们使用试点县数量占样本市管

辖的县的总数的比例作为自变量.从回归的结果可以

看出政策试点县比例的提升显著的促进了市级绿色

技术专利的申请,政策县域的占比每增加 1%,本市绿

色技术专利申请的数量将增加 1.6268%.除了对本市

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效应外,已有研究表明绿色技术

创新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 

[53]
.表 7第(2)、(4)、(6)列分

别展示了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试点县三产增加值

的影响,第(3)、(5)、(7)列分别展示了政策对试点县三

产产值占比的影响.从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出,该政策

使得县域三产产值分别提高了 12.85%、13.16%和

5.77%,但总体来看第一产业产值占比和第三产业产

值占比分别下降了 1.26%和 1.01%,而二产产值占比

提高了 1.4%.第一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下

降的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成熟的工业化转型路径,生

态农业和生态旅游等产业转型较为困难,因此在短时

间内试点县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速度不如第

二产业.附件
[61]
图 3展示了试点县工业企业数量的变

化趋势.可以看出虽然实行了严格的产业准入清单,

试点县的工业企业仍然以稳定的速度增加,这解释了

二产占比增加的原因.结合表 6的回归结果不难得出,

工业企业增加的主要类型为轻度污染企业,这表明试

点县的工业产业在生态化转型的同时总量也处于增

长状态,因此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的

推动县域经济结构转型. 

表 6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县域污染企业数量及其占比的影响 

Table 6  The impact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on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in counties 

轻度污染企业 轻度污染企业占比 中度污染企业 中度污染企业占比 重度污染企业 重度污染企业占比 
变量 

(1) (2) (3) (4) (5) (6) 

0.0164 0.4759
***
 -0.1172*** -0.3070*** 0.0185 0.0007 

DID 
(0.0300) (0.0822) (0.0348) (0.0419) (0.0352) (0.009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 9651 -4.8792 2.9241
***
 -0.9047 2.7342 0.7074

***
 

截距项 
(1.3957) (8.7126) (1.4219) (4.6171) (1.5156) (0.2191) 

R
2
 0.9127 0.9013 0.8465 0.8366 0.8266 0.7356 

观测值 17,611 17,611 17,611 17,611 17,611 17,61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表 7  重点生态功能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及产业结构的影响 

Table 7  Impact of key ecological function policies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绿色技术创新 一产增加值 一产占比 二产增加值 二产占比 三产增加值 三产占比 
变量 

(1) (2) (3) (4) (5) (6) (7) 

1.6268
***
 0.1285

***
 -0.0126*** 0.1316

***
 0.0140

***
 0.0577

***
 -0.0101*** 

DID 
(0.6486) (0.0117) (0.0045) (0.0216) (0.0049) (0.0108) (0.003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4.8925
***
 9.6116

***
 0.0681 10.4656

***
 0.4463 11.2979

***
 0.7362

***
 

截距项 
(1.2360) (0.5387) (0.1160) (0.4621) (0.1598) (0.6048) (0.1922) 

R
2
 0.9504 0.9668 0.8160 0.9575 0.8139 0.9798 0.7766 

观测值 4103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2932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5  进一步探讨:区域与内在机制异质性 

5.1  区域异质性 

表 8 第(1)列展示的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政

策使得西部地区的绿色GDP上升了0.0106,并在1%

水平上显著.东部地区的政策效应相较于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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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下降 0.0252,即东部地区的净效应为-0.0146,呈

负向且显著.中部地区的政策效应相较于西部地区

下降 0.0035,净效应为 0.0071,虽低于西部但仍为正

向且显著.这表明政策的实施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

增长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地区甚至出现

抑制性效应,中部地区则处于两者之间.与中部、东

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产业发展基础较弱,产业发展

相对落后,工业结构更为简单,可能会更容易实现产

业结构的调整,而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

更为成熟,产业结构相对固化,更容易经历转型期的

阵痛.本文将在下面的部分探究出现此种差异的具

体原因. 

表 8  区域异质性分析 

Table 8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绿色 GDP 生态服务价值 转移支付 
变量 

(1) (2) (3) 

0.0106
***
 0.0472

***
 0.0047 

DID 
(0.0010) (0.0190) (0.0154) 

-0.0252*** 0.0173 0.0587
**
 

DID×East 
(0.0026) (0.0424) (0.0293) 

-0.0035*** -0.0486** 0.0527
***
 

DID×Mid 
(0.0013) (0.0233) (0.02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0.2542
***
 9.8344

***
 8.3023

***
 

截距项 
(0.0691) (1.6682) (0.7470) 

R
2
 0.8886 0.9085 0.8845 

观测值 29321 5308 2932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5.2  影响机制的异质性分析 

生态服务价值及转移支付异质性分析的结果

如表 8 第(2)列和第(3)列所示.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

对试点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转移支付获得的

影响展现出了类似的特征,即虽然在不同区域都存

在一定的普惠性,但却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差异,特

别是在东部地区.表 8 第(2)列的结果表明功能区政

策使得西部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上升了 4.72%,

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部地区

的政策效应比西部低 4.86%,净效应为-0.14%,并且

该差异在 5%水平显著.这表明政策对生态系统服务

价值的提升主要体现在西部和东部,而在中部地区

效果不明显,甚至趋于无效.表 2 第(3)列的结果表明

政策在西部地区的效应为 0.47%,但未达显著水平.

东部地区政策效应在西部基础上增加 5.87%(5%水

平显著),净效应为 6.34%.中部地区政策效应在西部

基础上增加5.27%(1%水平显著),合计为5.74%.结果

表明,政策在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显著提升转移支付

水平,而在西部地区效果并不显著.以上结果表明重

点生态功能区提高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效应主要

出现在东西部,对中部几乎无影响;政策提高转移支

付获得的效应主要出现在中东部,而对西部几乎无

影响.因此,需要加强中部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修复

力度,加快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经济转化,

可以增加对中部地区的财政和技术支持力度. 

污染企业数量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 9 中

(1)~(3)列所示.总体看来政策对不同污染程度企业

数量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异质性.在西部地区,政策

显著减少了中度污染企业数量,而对轻度和重度污

染企业影响不显著.东部地区则表现出对轻度和重

度污染企业的显著压减作用.但对中度污染企业影

响不显著.中部地区三类企业的政策效应均未达到

显著水平.整体来看,政策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更有效

地遏制了污染企业的扩张,尤其在西部对中度污染

企业和在东部对轻重污染企业的治理效果突出.中

部地区则未表现出明显的治理成效,反映出区域间

政策执行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差异.但整体看来,由于

功能区政策同时压减了东部地区的轻度污染和重

度污染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部地区制造业

的萎缩,但该趋势可能也与东部地区寻求产业结构

转型的发展规划相符合.表 9(4)-(6)列展示了产业结

构调整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总体来看,政策对不同区

域的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明显异质性.在西部地区,

政策显著降低了第一产业占比并提高了第二产业

占比,且使得第三产业占比有所下降,这表明政策在

西部推动产业结构向工业化倾斜.东部地区政策效

应则表现为第二产业占比显著下降、第三产业占比

显著提升,这说明政策加速了东部服务业比重提升

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中部地区政策效应为一产占比

下降、三产占比提升,二产占比略升但不显著,说明

政策在中部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但整体调整幅度有

限.总体来看,政策在东部地区更有利于推动服务业

发展,在西部主要促进工业发展,在中部则整体带动

产业结构优化. 

综合所有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可知,政策对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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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绿色 GDP的提升效应最强,中部地区绿色 GDP

提升居中,东部地区绿色 GDP 提升最弱.因此,在后

续的政策体系优化中,需要鼓励西部继续推进生态

与绿色产业协同发展,巩固中度及重度污染企业治

理,提升绿色GDP质量;鼓励中部完善激励约束与能

力建设,着力提升三产比重和生态服务水平,释放绿

色增长潜力;协助东部要完成转型期经济平稳衔接,

加强高端绿色产业培育,确保绿色 GDP持续增长. 

表 9  影响机制的异质性分析(污染企业数量)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impact mechanisms (Number of polluting enterprises) 

轻度污染企业 中度污染企业 重度污染企业 一产占比 二产占比 三产占比 
变量 

(1) (2) (3) (4) (5) (6) 

0.0261 -0.1215*** 0.0618 -0.0178*** 0.0249
***
 -0.0195*** 

DID 
(0.0311) (0.421) (0.0415) (0.0063) (0.0066) (0.0046) 

-0.1813** -0.1744 -0.2164* 0.0244 -0.0466*** 0.0290
***
 

DID×East 
(0.0830) (0.1091) (0.1191) (0.0077) (0.0115) (0.0064) 

0.0382 0.0621 -0.0525 0.0018 -0.0135 0.0233
***
 

DID×Mid 
(0.0665) (0.0734) (0.0732) (0.0070) (0.0085) (0.006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0.9826
***
 3.0115

***
 2.9512

*
 0.2939 0.3494 1.0439

***
 

截距项 
(1.4414) (1.4672) (1.5397) (0.2264) (0.1401) (0.2728) 

R
2
 0.9121 0.8447 0.8262 0.8100 0.8115 0.7680 

观测值 17611 17611 17611 29321 29321 29231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 P<0.01, ** P<0.05, * P<0.1. 

6  拓展: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部分依赖图分析 

机器学习和部分依赖图是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的前沿方法,目前已经得到国内外的广泛应用与认

可
[54-58]

.部分依赖图是对一组指定输入变量和模型

预测之间关系的函数描述,同时控制其他非指定输

入变量的影响,可以解释一两个因素如何影响机器

学习模型的已确定结果
[59]

.本研究将采用梯度提升

模型作为机器学习的基准模型,对数据进行处理与

预测,梯度提升模型原理见附件
[61]

.通过采用梯度提

升模型对数据集的充分预测是构建部分依赖图的

基础.在得到预测数据之后,便可以通过部分依赖图

对变量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计算与展示,部分依

赖图的基本数学形式如下所示: 

 ˆ ˆ ˆ( ) [ ( , )] ( , ) ( )d( )
s c
x s x s c s c cs
f x E f x x f x x p x x= = ∫  (4) 

式中 :xs 代表对模型预测的目标特征集即主要变

量,xc 是对此集合的补充即其余协变量,这个公式表

示,在不同的 xs取值下,模型预测结果的期望如何变

化.在本研究中,通过蒙特卡罗函数对部分依赖函数

ˆ ( )
s
x s
f x 进行计算,最后通过绘图的方式对主要变量

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展示: 

 
,

1

,

1ˆ ( ) ( , )
s

x s s k c i

n

i

f x F x x
n

=

= ∑  (5) 

式中:xs,k中的 k代表某一具体的 xs取值,例如研究施

肥量对产量的影响,k 即代表具体的施肥量.在计算

过程中,模型将该值固定为 xs,k,用来评估在该特定数

值下模型的平均预测表现.xc,i 中的 i 代表数据集中

的第 i 个样本.n 代表总的样本量.F(.)代表机器学习

训练模型,在该研究中为梯度提升模型. 

图 4 展示了部分依赖图的估计结果.为了检验

模型的有效性,参考 Mullainathan 等
[60]
的研究,对梯

度提升模型进行了 5 折交叉验证.每折的 RMSE 分

别为 0.0399,0.0398,0.0408,0.0403 和 0.0397,平均

RMSE 为 0.0401,由于绿色 GDP 指数的标准差为

0.0674,当前模型 RMSE 明显小于基线误差,且平均

RMSE 仅占因变量取值范围(0.0939~0.951)的 4.7%,

且经过换算后的模型 R
2
为 0.65(R

2
=1-(0.0401

2
/ 

0.06735
2
)≈0.65),以上结果表明本研究构建的梯度提

升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能力和稳定性. 

图 4的 X轴代表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变化, 

Y 轴代表不同的输入变量,Z 轴代表政策效应及绿

色 GDP 的变化情况.从图 4(a)、(b)、(f)、(g)可以

看出,政策与人口基础、医疗基础、林地面积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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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呈现出正相关的特征,即人口基础越大、县域

医疗条件越好、林地面积越大和降雨量越大国家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实施对绿色 GDP 增长的促

进作用效果越好.图 4(c)、(d)、(e)的结果表明,政

策与福利基础、财政能力和覆盖面积呈现出负相

关关系 ,这可能与当地能用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

业发展的区域更小有关.除以上线性关系外,子图 

(h)展示了非线性特征的依赖关系 ,子图  (h)展示

的结果表明 ,年平均气温较低和较高的区域都有

较好的政策效果,而在年平均气温 10~15℃的区域

政策效应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也与政策对中部

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提升较低的特征相符合 .

以上的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实证分析的稳健性 ,同

时也给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图 4  部分依赖 

Fig.4  Partial dependency diagram 

7  结论 

7.1  从全国维度来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显

著的推动了试点县绿色经济的增长,综合提升幅度

为 2.77%. 

7.2  该政策使得试点县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和转

移支付分别提高了 6.59%、11.71%,同时该政策使得

试点县域重度污染企业减少了 11.72%,但对重度污

染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7.3  该政策使试点县域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增加了

1.63%,推动了其绿色转型. 

7.4  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在西部地区最强,中部地

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其中东部地区主要体现为一

三产业绿色转型,西部地区则体现为第二产业绿色转

型与生态价值服务功能支撑同步推进的良好局面. 

7.5  福利基础较强、财政负担较大和生态功能区覆

盖面积较大的地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对绿色经

济增长的促进效果较弱. 

8  研究启示 

上述结论揭示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县域

绿色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路径,对于进一步完善政

策设计和推动县域绿色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

启示: (1)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和专项转移支付是推动

县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化转型的重要原因,但当

前的增长幅度较低,建议进一步优化对试点县域的

专项转移补偿机制,并着重保障资金的落实与专项

使用.特别是应当针对不同地区的县域在进行产业

绿色化改革面临的困难对转移支付金额进行调整,

尤其对于中部地区,可以适当提高专项转移支付金

额应.(2)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显著促进了绿色

技术创新专利的增加,这是区域产业结构绿色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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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重要基础,应当持续优化技术创新鼓励机制,对

采用新技术、研发新技术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奖励和

支持.(3)由于西部地区存在一定的重点污染企业转

型困难,建议制定更加灵活和精准的产业结构调整

支持政策.针对西部地区试点县域,因地制宜的制定

符合当地自然、经济和社会基础的技术援助和财税

优惠政策,以推动西部地区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其

次,加强对西部地区产业投资的引导,推动西部地区

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和可再生能源等产业的发展.(4)

由于东部地区在产业转型方面展现出了较强的比

较优势,建议建立区域协同机制,建立东中西部县域

帮扶体系,推动东部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技术和

资金对中西部企业进行投资.(5)虽然总体上西部地

区目前展现出较为理想的政策效应,但是产业结构

调整较为困难且第二产业的占比提升较为明显,需

要加强对地区过度工业化的防范,以保障重点生态

功能区政策基本政策诉求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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